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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辛丑条约》谈判前后的
中方 “全权”问题

戴 海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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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奕劻、李鸿章作为清政府授命的 “全权大臣”，是对议定 《辛丑条
约》直接负责的外交代表。“全权”并非义和团运动后产生的新问题，其产生过程

与战争性质、战时交涉情势以及中枢和地方关系的变动密不可分。清朝议和代表
的确认历时数月，列强凭借其军事实力及在华政治影响力，干预清朝内部人事安

排，从侧面反映了列强之间的竞争关系。战后和谈不仅是清朝与列强的谈判，其
内部也存在西安军机处、北京 “全权”、东南督抚以及驻外公使等多种政治力量的
博弈。因多元外交的特性，某些时候中枢与地方确可相互配合、争取利权，但清

朝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处于弱势，加上官僚政治、派系斗争等因素，外交权分散的
状况反而导致大面积暴露传统交涉方式的局限。庚辛之际的 “全权”问题，牵动

清朝内政、外交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到历史长远走势。

关键词：辛丑条约　 “全权大臣”　奕劻　李鸿章　张之洞　荣禄

《辛丑条约》规定的中外关系格局，不仅深刻改造了清朝的内政外交，也影响到历史长远走
势。民国初期基于现实忧患产生的一大批以国难史、外患史、外祸史、列强侵华史、帝国主义

压迫中国史为题旨的著述，视 《辛丑条约》为晚清以降持续的外来 “压迫”中最为严重的一环。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华史成为学界深耕细作、成果丰富的一个领域，我们对 《辛丑条约》的

理解多由一些极具分量的通论性著作中获得，① 唯其讨论面相对趋 “外”，对清朝内部问题的分
析或流于简单的定性。至于专题研究， “赔款”、 “惩凶”、 “觐见礼仪”等条款问题也有一些论

述，但总体深度欠奉。２０００年有论者指出：“就辛丑和约而言，除了一些中外关系史、外交史、

侵华史等通史性著作有大同小异一般性的论述，自八十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发表过有分量的专
题论文。”② 迄至今日，相关研究似仍乏显著进展。在台湾地区，李国祁、王树槐等学者对于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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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洞外交、庚子赔款各有精深的专题研究。① 海外学界同样积累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唯多聚
焦于义和团运动源流及中外冲突的原因，② 较少论及战后交涉与中外关系重建的问题。③

就清末外交而言，其体制设计与运作的多样性，以及与内政的互动关系，仍有深入研究的
空间。如果说 “东南互保”是政治非常时期一种 “地方外交”传统的放大，那么八国联军之役
结束后列强各自提名属意的谈判对手，也提示了中外联结的某些线索。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七月至闰八月间，李鸿章、奕劻相继被清政府授命为 “全权大臣”，在北京与英、美、法、德、

俄、日、意、奥匈、西班牙、荷兰、比利时１１国代表谈判，为对缔结条约直接负责的最高外交
代表，④ 而此 “全权”的酝酿、产生以及最终确认，经历波折，也反映庚辛之际清朝内政、外交
杂糅的景况。庚子事变期间，清朝的对外交涉存在多股力量，逃亡至西安的宫廷及军机处权威
仍在，在北京奕劻、李鸿章出面为议和 “全权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被授
予法定权力 “会商”和谈，驻外各公使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他们之间的互动，不仅关系到
《辛丑条约》谈判进程的具体利害得失，而且对清朝政治走向也有重大影响。⑤ 本文拟循政治史
脉络，以 《辛丑条约》谈判前后中方 “全权”问题为切入点，考察清政府内部多种力量的互动
情况，并就当时内政外交某些值得注意的面向加以阐释。

一、从宣战到求和

（一）以战求和———兼及战争性质的讨论

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之交，列强在镇压义和团运动问题上，持续向清政府施压，首当
其冲的是庆亲王奕劻领衔的总理衙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以后，义和团大批进京，清朝内部意
见分歧加剧，总理衙门地位日趋边缘化。端郡王载漪代表的排外强硬势力抬头，但未全据主导。

五月十四日，清政府颁旨：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启秀、溥兴、那桐为总理衙门大臣。⑥ 在北京的
外国人看来，“‘恶意排外’的端王”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实无异于 “危胁的极峰”。⑦ 然而，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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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续颁一旨：“昨派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该郡王差务繁重，未能常川进署，如该

衙门遇有紧要事件，仍著随时会商。”①

作为对外交涉窗口的总理衙门，在阻止列强入京问题上表现无力，领班大臣奕劻难辞其咎。

前一旨有载漪 “管理”字样，明显是对奕劻的警诫，而后一旨对两者权限又有所平衡，强调 “紧要

事件”须 “随时会商”。载漪奉旨之际，反而称病请辞，自谓 “奴才愚戆成性，见识浅显，于交涉

事宜，更所未谙”，② 可见他尚未独揽大权。慈禧既想保存外交解决问题的途径，则奕劻的权力

至少在形式上得以维持，这也是七月以后，他在庚子事变时与列强交涉中仍发挥作用的前因。

即便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清政府也并未放弃在外交上打开局面的尝试，事实上中外和谈早已进

行，并且随着战场形势趋恶，力度也在加大。此处涉及一个相关问题，即义和团战争的性质。五月

二十一日，大沽口发生炮战，清军炮台被列强占领。二十三日，慈禧太后从直隶总督裕禄处获得

不完全信息，当天总署照会各国公使，限令２４小时内离京，但照会内只是对外国 “首先开衅”

表示谴责和抗议，并未言及宣战。③ 二十五日，在接到裕禄与洋人 “接仗获胜”的虚假捷报后，

清政府以光绪帝名义发布所谓 “宣战诏书”。④ 诏书采用 “内阁奉上谕”形式，对象为清朝臣民，

尽管诏内有 “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等激愤语，但通篇未指明

宣战对象。⑤ 清政府始终没有公开对外宣战或与外国断绝外交关系，也没有撤回驻外各使。⑥

五月二十四日，列强在大沽的海军司令官联合发表声明，宣称其武力仅针对义和团及反对

他们进军北京救援本国同胞的人。⑦ 这是列强对于中外交战性质最早的说明性文件。事实上，此

后各国基本据此为对华政策的基础，承认战争状态并不存在。⑧ 当时奉旨内召的李鸿章得知大沽

开战，第一时间即关心中外是否宣战决裂，急电驻外公使：“鸿将入觐，惟大沽台、船互击，并

非奉旨。各国是否作为开衅，希密探彼政府注意所在……俾定行止。”⑨ 面对驻英公使罗丰禄的

询问，伦敦外交部肯定前述声明不仅适用于华北，而且 “应用于正在为占领南京各要塞而举行

谈判的长江地区，也应用于伦敦”。瑏瑠 至战后谈判阶段，各国联合照会重申前述声明，仍强调义

·７７·

《辛丑条约》谈判前后的中方 “全权”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５９７页。
《端郡王载漪奏为肝病加身不堪赴任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档号：０３—５３８９—１７１。

照会由总署大臣许景澄草拟，交军机章京誊写。他透露 “圣意甚坚，不能挽回”。稿入奏，命封交总署
驰递，赵舒翘批：“即发，勿留滞”。下午三时由总署章京舒文发交各使馆。（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

西巡大事记》卷首，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１９３３年，第２页）主和、主战两派均未对限令洋人离京
提出异议，这一做法显然是妥协的产物，慈禧也予认可。英使窦纳乐视此照会为 “宣战书”，张海鹏以
为不确，参见张海鹏：《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６期。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这可与甲午战争时对日宣战 “上谕”进行比较。参见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６，北平：故宫博
物院文献馆，１９３２年，第２—３页。

总署在照会外国公使限期离京的同时，致电各驻外公使 “尊处行止可相机酌办”，取完全放任态度，一
度引起各使思想混乱，后张之洞等督抚力主 “以不回华为要，回则决裂”，各使决定留守。（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杨儒庚辛存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２４页）

参见 《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上海领事团的布告》，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第３册，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３１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３卷，第２４５—２４６页。
《复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午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２７册，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９—６０页。

杨国伦：《英国对华政策 （１８９５—１９０２）》，刘存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３９页。



和团运动的 “罪恶”性质，要求中国政府 “悔过认责”，接受议和大纲十二条。次年 《辛丑条

约》议定，中外签署的最后文件在西文语境中不是结束战争状态的一般 “和约”（Ｔｒｅａｔｙ），而定

名为 “最终议定书”（Ｐｒｏｔｏｃｏｌ）。①

在简要讨论义和团战争性质后，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清政府的某些战时举措。当时中外舆论

广泛认为，端王载漪已控制政权，乃至挑战了慈禧的权威。事实上，清军围攻东交民巷的同时，

清政府也在努力实现外交转圜。六月初三日，军机处向驻外各使寄出电旨，解释中外交恶缘由，

声明 “照前保护使馆”、“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六月初七日，清政府向

俄、英、日发出国书，请求三国出面调解。② 这一外交手法仍带有 “以夷制夷”色彩，由于清政

府没有明确宣战，于是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国书的接收方，既是作战的对手，又被选择为赖

以调停的请托对象。

荣禄时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并节制北洋各军。通过军机处掌控交涉的是慈

禧，荣禄只是听命执行。他一方面牵制围攻使馆的军事力量，为将来和谈留下余地，一方面在

总理衙门之外，由军机处保持外交疏通的渠道。前引电旨由军机处发出，国电系王文韶起草，

皆出于荣禄谋划。③ 六月十二日，清政府旨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据袁昶日记，他当天面见奕

劻、荣禄，“非请旨调北洋直督，（合肥）决不肯来……相王均以然，盖以合肥不来，则无以为

转圜之线索也”。④ 此项任命背后亦有奕劻、荣禄推动之力。因天津局势影响，六月中旬后清军

暂停攻击使馆。慈禧预感战事不利，已有议和打算，原来相对失势的荣禄、奕劻在此情势下也

有所表现。无论教民金四喜带入致公使照会，还是总署章京文瑞进入使馆区 “奉命慰问”，皆为

其证。清政府与使馆之间的信件往来，一直持续到义和团围困使馆结束，一些外国人甚至相信

荣禄和庆亲王曾在北京发起过一次 “反革命”。⑤

（二）任命 “全权”的最初动议

中外开战后，津、京战场态势与东南督抚意见，是对清政府决策形成牵制的两股力量。“东

南互保”固为地方自行其是，但刘坤一、张之洞自认 “留东南以救社稷”，终不能割舍对清室的

忠心，只是因势利导加入 “达变”、“权宜”成分；又因战时 “诏旨两歧”，中枢不复一体，有选

择性地向京师传达声音，庆亲王奕劻、荣禄、王文韶等人，在很多场合经常 “庆、荣”并称。⑥

事变之初，盛宣怀已多方运动，欲推两广总督李鸿章 “回北”，以直督身份消弭 “内乱外衅”。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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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查日本外务省记录文件分类，议定书归于 “条约”项下 “政治条约、协议”子目，而非 “和约”类。

《外務省 · ·政治 、協定·諸外国間·清韩両国二 スル列国間ノ協商雑件》，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藏，Ｂ０６１５００５３４００。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２０３、２２７—２２９页。

熟悉晚清掌故的郭则澐言：“是事盖用荣文忠议，预为后日言和地也。时端邸兼领总署，故不由总署而
由枢廷。”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
史料》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６１页。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第１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４２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３卷，第２７３页。

戴海斌：《试析１９００年 “东南互保”中的几个问题》，《历史档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寄刘岘帅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１３辑，台
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８３３页。另参见 《盛宣怀致王文韶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盛
宣怀致荣禄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引自陈旭麓等主编 《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
辑之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９—６１页）。



李鸿章初次奉召后，一度滞粤不行，盛宣怀又联络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皖抚王之春、东
抚袁世凯，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下旬联名电奏，请 “电诏李鸿章派为全权大臣，先与各国外部
电商，声明中朝绝无助拳拒洋之意……一面催李鸿章到京，请旨与各使筹议”。① 至六月二十五
日，李鸿章由广州抵上海，选择停留观望。刘坤一就授李鸿章 “全权”事，率先电商张之洞：
“傅相现已抵沪，累诏催令北上，并未指授方略；即调任北洋之说，闻亦子虚。只身进京，何从
措手？匪特与大局无补，且恐入直境后，为拳党所持。鄙意若能授以全权，先商停战，如蒙俞
允，方有办法。”② 同电附呈奏稿，并嘱 “应会何省衔，并请酌定，多多益善”。相比之下，张之
洞心态微有不同，尽管同意会电各省，但又特别声明 “此奏内万望勿言洞主稿，千万叩祷，盖
实非鄙人之稿也”。③ 刘坤一、盛宣怀均有拟稿，分寸把握有别，张之洞、袁世凯屡作增删，态
度反复，至于其他督抚，立场各异。

至七月初一日，会奏定稿，由刘坤一领衔发出：“大学士臣李鸿章周知四国，体用兼通，办理
交涉有年，为各国所信服，现已遵旨北上，行抵上海，适战事方亟，航海既难径达，遵陆又虑需
时。可否吁恳天恩，授以全权，示以机宜，饬令就近在上海与各国电商。”④ 初四日，折到京，留中
未发。当时，勤王北上的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已抵京，入觐后奉旨 “帮办武卫军事务”，总署大
臣许景澄、袁昶以 “莠言乱政”被杀。事后，刘坤一哀叹：“海城到京，固执尤甚，朝局又变。会请
派傅相全权折，留中不发，而以海城帮办武卫军。……一误再误，京城恐难保全，北望痛甚。”⑤

直到七月十三日，北仓战败，清政府授李鸿章为 “全权大臣”，命 “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
行停战”。十八日，八国联军侵占通州，京师门户大开，清政府一面尝试在前线与八国联军接
触，将授李鸿章为 “全权”之旨照会 “各国联合军总统”；一面由总理衙门出面，与使馆约定
“奉诣面商，先行停战”。此举原系奉慈禧口谕，荣禄亦参与其事，然最后一刻因 “总署大臣相
顾瑟缩不敢往”，遂作罢论。⑥

二、议和代表的提出与确认

（一）李鸿章 “全权”成疑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慈禧在流亡途中首次颁发上谕，“荣禄、徐桐、崇绮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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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辑，第５６０页。
《寄鄂督张》，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 《刘坤一遗集》第３
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４３６页。
《致济南袁抚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巳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石家
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８１６２页。

该奏由两江总督刘坤一领衔，余列名者十二人：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

福州将军善联、成都将军绰哈布、署两广总督德寿、署陕甘总督魏光焘、浙江巡抚刘树堂、安徽巡抚
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护理江苏巡抚聂缉椝、护理陕西巡抚端方。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３８６—３８７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奉到军机处七月初四日知会，奉
旨留中。”（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３册，第１２２３页）
《复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６册，

第２５８３页。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４４５—４４６、４６８、４７２、５３１页；王彦威：《清
季外交史料·西巡大事记》卷首，第１６页。



留京办事”。① 京城陷落前夕，总理衙门一度与使馆约晤停战，慈禧以为 “现在局势大坏，只此
一线可以援为向议之据”，要求荣禄等 “彼此熟商，迅速设法办理”。然徐桐、崇绮先后自尽，

荣禄逃至保定，三位留京大臣俱不在京，议和无从谈起。二十五日，慈禧谕令全权大臣李鸿章
在上海 “或电各国外部，或商上海各总领事，从而转圜”。三十日，复谕准李鸿章 “便宜行事，

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朕不为遥制”。② 这在确认 “全权”的基础上扩大了李鸿章的权力。

李鸿章奉授 “全权”后，各方均寄于重望。范当世 “至沪谒李相”，有诗云 “一事告公时论
定，八州生类赖公存”。③ 刘坤一来电： “旋乾转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赖。中国之福，苍生之
庆，祈展布方略，迅速施行。”然李鸿章在沪寄电驻外公使，商请各国 “即行停战，会议善
后”，④ 却寥无反响。八国联军趁战胜之势，不愿和谈，更棘手的是，李鸿章 “全权”资格尚未
得到认可。一方面，列强质疑 “李全权是端王所派”，⑤ 其任命不具有合法性。北京使馆对外通
信刚一恢复，美使康格 （Ｅｄｗｉｎ　Ｈ．Ｃｏｎｇｅｒ）便表示： “不要信任李鸿章。他是残忍的慈禧太后
的一个寡廉鲜耻的工具。”⑥ 另一方面，李鸿章的亲俄背景为英、德、日等国所厌恶，德皇威廉
二世坚决反对李鸿章在大沽登陆，甚至表示如果李鸿章北上，将 “设法立即逮捕他作为一个宝
贵的人质”。⑦

李鸿章困于 “旨召入京，竟无路可达”，只能滞沪观望，其回奏表示， “此次留守王大臣，

未知所派何人？……臣所授全权，各国均难遽认”。⑧ 他流露出对内外交逼、形格势禁的无奈。

（二）奕劻的登场

当八国联军进逼京师时，张之洞、盛宣怀第一时间引 “庚申成案”为解决目下危机的手段。

前者提议：“查咸丰庚申圣驾北狩热河，和约系留京王大臣议定，是西幸以后仍可议约”；⑨ 后者
则直接电问奕劻：“洋兵廿一入京，乘舆已先西幸，想必王爷留守，是否照庚申恭邸成案便宜行
事，已与各使开议否？”瑏瑠 然时异事殊，两次情形非可同日而语。奕䜣在庚申年 （１８６０）为咸丰
帝授命 “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一力督办和局，清政府重心尚存；到了庚子年 （１９００），外
间掣肘，事出多头，谁出来和谈已非朝廷所能自主。战胜的列强出于各自利益，各有属意的和
谈对象。对俄国来说，“有李鸿章作慈禧 ‘太后最亲近的顾问’，彼得堡所能设想的好事莫过于
此了”，从李鸿章由两广奉召北上，“俄国外交界就坚决把赌注下在李鸿章身上了”。瑏瑡 也正因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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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７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５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９册，第５、６、８页。

雷禄庆：《李鸿章新传》下册，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８２７页。
《寄伦敦罗使日本李使》、《寄伦敦罗使》，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戌刻、二十七日巳刻，顾廷龙、戴
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２７册，第２０４、２１３页。
《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六日亥刻发，苑书义等主
编：《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８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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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２卷，孙瑞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第９０页。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５０５页。
《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江宁刘制台，成都奎制台绰将军，福州善将军，西安端抚台，济南袁抚台》，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亥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８２２３页。
《盛宣怀致奕劻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上海图书馆藏，档号：０５６０６１。

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 （１８９２—１９０６年）》，陶文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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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的亲俄色彩为大多数西方国家所忌，故而 “肥之全权”难为 “办事人”承认。① 奕劻既有
“亲信王大臣”之显贵身份，兼以主持总理衙门留给外人良好印象，总税务司赫德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ｔ）透露 “必须庆王爷急速回京，李中堂来与不来均可，缘庆王爷在总署办事多年，谨慎和
平，为各国所钦佩”。② 同时，在京大小诸臣也各自为群，“各树标帜”，为打开交涉之门，寻求
突破的方向。③

七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崑冈等援引赫德言论，奏请简派奕劻回京，与各使速定大计。④ 会奏
折于翌月初三日抵太原行在，清政府谕令 “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毋庸再赴行在。该
亲王谊属懿亲，与国同休戚，当此宗社安危所系，自必力任其难，无所畏避”。奕劻当时随扈，

因病滞留于怀来。而回京迁延费时，背后实有隐情。他自述 “连日雨水阻滞，又兼病体未痊，未
克兼程前进”，⑤ 实际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据英国公使窦纳乐向日本临时派遣军司令官福岛安正
少将透露：“俄国拉拢亲俄派的联芳，正设法将庆亲王请到俄军占领的万寿山，在俄军的护卫下
自阜成门入城，欲将亲王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福岛遂与其商议后决定：“１．说服清朝官员让
庆亲王不要听从俄军的指使。２．亲王一旦为俄军所诱惑，在俄军的保护下入城，日军将派骑兵
于途中强行将亲王接到位于日军占领区内的亲王府。３．英军骑兵在西直门内集合……与日军一
起行动。”⑥ 就奕劻而言，惟 “愿从太后皇上行耳”，⑦ 并不想回京。朝廷用势威压的意态，从上
谕 “自必力任其难，无所畏避”一语，已可概见。八月初十日，奕劻自贯市起程，入德胜门返
京，全程由英、日军队沿途迎护。

（三）刘坤一、张之洞奉派 “函电会商”

庚子事起，张之洞动用经营多年的对日联络渠道，意图 “讽日本维持大局”。⑧ 他盼日本出
面调停，除了同洲同种观念，也有实力主义的考量，“此时日兵最多，必可主持群议”。⑨ 上年访
华而与刘坤一、张之洞结交的伊藤博文，向二人密询善后办法。来电避开已奉旨北上的李鸿章，

而专以江、鄂意见为重，引起张之洞的顾虑，他向刘坤一表示 “中外殊俗，中国臣下不能专擅
作主”，又吐露不安，“此次来电止询我两人，而不提李傅相，亦属可怪”。瑏瑠 李鸿章受命 “全权
大臣”后，屡次呼吁停战无效，深苦于开议无门。张之洞建议 “力托日本政府切商驻日各使，

转达各国，日本与我有同洲同种之谊，或较他国尤易入手”，李鸿章许为 “透切”，依议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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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４９７页。

以崑冈为首的内城满洲大员，致力于打通 “赫德渠道”，主张召庆亲王回京。敬信、恽毓鼎则与俄使接
洽，促李鸿章北上。高枏、黄曾源、于若枚、李希圣等南城小京官又另成一圈子，与李佳白、丁韪良
等美国人接触，寄望于李鸿章入京善后，甚而一度对光绪帝留京执政抱有期待。参见戴海斌：《“无主
之国”：庚子北京城陷后的失序与重建———以京官动向为中心》，《清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９册，第７页。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５１３、５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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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第３５６页。

唐文治：《记和硕庆亲王事》，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１５５页。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第１３２页。
《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戌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８０００页。
《致江宁刘制台》，庚子六月初八日酉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２函第２册，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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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政府以 “停战一事，非一国所能主持”为由推托。① 至北京城破，两宫逃走，张之洞推动

李鸿章出面切行 “全权”之责。八月初三日，汉口德国领事禄理玮 （Ｇｒｕｎｅｎｗａｌｄ）来访，张之

洞告以 “李相之全权系东南督抚十人会奏请派”，且系 “实缺直督”，两宫西去，李鸿章即直省
“地主”，故有权与各国议和；初六日，张之洞电请李鸿章以全权、直督身份坐实 “地主”，并援

引西例，“若留有大臣求和，虽坐于瓦砾之上犹可开议”，“杜外人无主之说，以便催其开议”。②

由上可知，在李鸿章奉命与列强和谈前，东南督抚对善后事宜已有介入，不过，出于地位

使然的自我禁抑，他们的政治发言讲究分寸。李鸿章以全权身份呼吁停战，英国政府通过驻沪

领事霍必澜 （Ｐ．Ｌ．Ｗａｒｒｅｎ）向江、鄂传话：“嗣后停战议和时，他国非我所知，我英夙重两江

总督及湖广总督，自专恃二人主议”。③ 刘坤一察觉此事敏感，表示 “非傅相莫能胜任，既授全

权之命，现又寄电各国，何以英外部忽有此电？恐别有用意，应如何答复，总须各国合议，统

归傅相主持方妥”。④

因 “东南互保”的实行，列强在长江流域的传统利益得以保障，对江、鄂两督青睐有加。

当李鸿章 “全权”资格遭受质疑，英使窦纳乐主张 “长江两位总督和福建总督的名字应补充列

入代表名单”。⑤ 日本外相青木周藏通过公使李盛铎，向李鸿章建议 “现外兵入京，情形迥异，

须另行请旨，并多派王大臣如庆邸、荣相，刘、张两帅皆须派入。刘、张两帅不必与各帅面

商”。⑥ 刘坤一虽不愿在李鸿章之外出面 “主议”，但对日方提出的添派建议尚能接受，他与张之

洞通声气：“傅相虽派全权，各国至今推宕，英既有前函，日又有是语，恐非随同列衔会议不

可。公望倾中外，忠爱最笃，如奉谕旨，万望共担危局，至祷。”⑦ 八月初一日，李鸿章据以入

奏，请 “添派奕劻、荣禄、刘坤一、张之洞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清政府从其请，但具体任

命又与 “全权”有所分別，初七日上谕： “著即派刘坤一、张之洞随时函电会商。荣禄现办军

务，著俟该大臣到京后，体察情形，再行请旨。”⑧

江、鄂二督被正式派为谈判代表，仍留驻地，遥领任命，参与方式为 “函电会商”，就资格

而言，尚无 “全权”身份。就二人而言，实亦无意北上，张之洞认为，“（日）外部所谓 ‘不必

与各帅面商’者，想系谓两人须仍在本任，不宜离开。此层甚要。假如刘、张离江、鄂则长江

大乱，大局变矣”。⑨ 闰八月二十日，奕劻受命为 “全权大臣”，刘坤一、张之洞 “会同办理，并

准便宜行事”，同旨要求 “该亲王等务当往还函电熟商，折衷一是，勿得内外两歧，致多周折。

是为至要”。瑏瑠 经此调整，刘坤一、张之洞固无 “全权”头衔，但与奕劻、李鸿章的权力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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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五日亥刻发、八月初六日
未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８２５３、８２５４、８２５５页。
《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３卷第６期，１９３５年，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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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江督刘鄂督张》，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２７册，第２２０
页；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東京：日本国際連合 会，

１９５７年，第４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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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５０５—５０８、５３０页。
《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巳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８２５１页。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６９０页。



双方非遵循主从次序，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并立关系，但权力边界并不清晰，这也是造成中外和
谈中发生政争的一个制度因素。

（四）荣禄派而复撤

奏请添派的议和大臣中，荣禄位置最为特殊。清政府初以荣禄 “现办军务”为由，暂缓任
命。至八月初九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联衔再次奏请饬奕劻、荣禄回京：“臣鸿章前据日
本所请，奏恳饬令庆亲王奕劻、大学士荣禄，星夜回京会议，此实万不可缓之举。如蒙俞允，

臣鸿章即当借乘俄舰，航海先赴天津，专俟庆亲王、荣禄回京，便可催各国派使会议。”李鸿章
另有电奏，内以 “两宫动静，四海观听”为词，谏阻已至太原的两宫继续西行，请 “即允日本
所请，派令荣禄先在保定候鸿章，津京会议”。① 十四日，折到行在，有旨：“兹据李鸿章迭次电
请，添派王大臣会办款议。……即著添派荣禄会同办理，并准其便宜行事。该大学士如已赴获
鹿，著即迅回保定，俟李鸿章到京后，妥为商办。”②

经由此旨，荣禄正式获朝廷授权，成为第五位议和大臣。当时，荣禄在山西固关部署防务，
“拟赴行在，免夜长梦多”，③ 实无意回京。而朝廷也意识到荣禄有意追随行在，故谕内加重语
气：“大局所关，安危系之，存亡亦系之。该大学士为国重臣，受恩最深，当不忍一意藉词诿卸
也。”十六日，荣禄于铡石驿奉旨，不得不调头返回保定。④

鉴于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报告，日本政府认为荣禄是 “和平派”，故在战后和谈之
际，主动推荐其参与谈判。⑤ 然而，英使窦纳乐专持异议，认为 “除了荣禄之外———他的部队中
有好几名在围困期间被我们杀死在我们对面的工事上———我认为没有理由反对所提名的全权代
表”，继而建议由闽浙总督许应骙代替。⑥ 其他列强也多不满荣禄曾指挥所部围攻使馆，拒纳其
为议和代表。

荣禄返回保定后，进止两难，处境尴尬。⑦ 和谈开启在即，端王载漪、刚毅诸人尚且随扈，

更有甚者，八月初七日旨命载漪入枢、载澜充御前大臣。⑧ 负 “全权”之责的李鸿章出于 “内廷
无人主持”的政治考量，与荣禄实具共鸣。⑨ 闰八月初九日，李鸿章以外国拒绝接待为由，奏请
行在召回荣禄：“各使以围馆有甘军、武卫中军，系荣禄所部，不肯接待保护，恐有险，可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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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提议荣禄为 “全权”的经纬，参见河村一夫：《義和団事変に於ける栄禄の事蹟》，《近代
日中關係史の諸問題》，東京：南窓社，１９８６年；菅野正：《義和団事变と栄禄》，《清末日中關係史の

研 》。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２１４页。

在获鹿、保定时期，荣禄命运多舛，爱妻病逝、乱兵抗命、行在拒纳、联军又以他为目标兴师问罪，

故有论者谓其 “一生中最痛苦的时侯”。刘凤翰： 《武卫军》，台北：台湾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９７８年，第８２６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７４６页。

八月十二日荣禄发自保定函，内有 “傅相请添派，自无辞理，但里边无人主持赞襄，掣肘堪虑，拟先
至获鹿小住布置，即赴太原”之语，交袁世凯电寄上海，李鸿章以为 “所虑极为周密”。参见 《东抚袁
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到）、《复东抚袁慰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午刻），均引自顾廷
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２７册 （第２７７、２７９页）。



召回行在当差？”① 十四日，荣禄奏请仍赴行在：“反复思维，再证以李鸿章之言，既不能久居保
定，又不能前往津、京，惟有趋谒行在，叩觐天颜，稍申犬马恋主之忱。”此折发出后，荣禄在
未奉旨的情况下，从保定启程赴行在， “迎折西上”。事实上，此前一天，即闰八月十三日，慈
禧已下旨：“荣禄前来行在，入直办事。”②

最终清政府迫于列强压力，不得不收回原议，令荣禄改赴西安行在，武卫中军归直督李鸿
章节制。需说明的是，慈禧批准荣禄前来，也是由于行在局势发生了变化。闰八月初二日，谕
命载漪撤去一切差事，刚毅、赵舒翘 “议处”，鹿传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③ 经此调整，原军机
大臣只剩刚毅、赵舒翘、王文韶三人。刚毅、赵舒翘为列强所恶，其后必不能重用。正如李鸿
章对盛宣怀私下所言，“刚、赵果撤，枢辅非荣回不可”。④ 鹿传霖是汉人，且系首次入枢，资历
浅，难以填补载漪空缺，主持中枢。军机处人手严重短缺，李鸿章奏请荣禄入枢，适逢其会。

随着八国联军司令官瓦德西 （Ａｌｆｒｅｄ　Ｇｒａｆ　ｖｏｎ　Ｗａｌｄｅｒｓｅｅ）抵华，清政府发布惩祸上谕，各
国政府态度有所转变。闰八月十一日，法国提出六条议和基础提案，得到多数列强承认。十六
日，瓦德西在天津会晤李鸿章。至此，李鸿章的 “全权”资格得到列强认可。奕劻、张之洞、

刘坤一被加派，缘自外部力量的干预，而荣禄返京未果，同样受制于外力。列强暗自角力，以
及外务左右内政的态势，为后续谈判奠定基调。十八日，李鸿章由津抵京；二十日，谕授奕劻
为 “全权大臣”。战后和谈进入新阶段。

三、合作与内耗：清朝内部的 “多角政治”

（一）疆吏、“全权”“各有分际”

张之洞、刘坤一奉派 “函电会商”，参与和谈，东南督抚实际上成为北京、西安之外第三个
意见来源。授命之先，二人预感谈判棘手，张之洞表示 “至令鄙人随同与议，不胜惊悚。国事
至此，岂敢推诿，但各国要挟必有难于上陈者。洞望轻才庸，岂可滥附于诸元老之列，将来尚
须恳辞耳”。⑤ 相对于 “全权大臣”，江、鄂两处的权责边界意识明显，在面向行在发言时，涉及
弹劾 “祸首”等敏感事项，经常自我设限：“若据各国语转奏，总宜由全权大臣言之”，“况全权
未派江、鄂，上意自有斟酌。设畏罪者以外臣挟制之语行其谗，更难转圜矣”；⑥ “速办祸首乃全
权大臣所奏之事，我等如有所闻，只可就外国情形议论。”⑦

和议初始阶段，李鸿章的 “全权”资格不为以英国为首的列强承认，刘坤一、张之洞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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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二日丑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
集》第１０册，第８２４８页。
《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巳刻发，苑书义等
主编：《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８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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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谦退姿态，表示 “英虽不欲与傅相议事，然万无另议理……宁、鄂无此力，亦无此权，总须

傅相担承，乃一定办法也”。① 揆诸实际，和谈过程中二人与李鸿章的关系屡经变化，既不乏良

好合作，也多次发生冲突，在回銮、惩凶、剿拳、赔款以及东三省交涉诸端，各人的交涉理念

和手段均有充分表现。如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中，李鸿章等为开议计，策动奏请 “即行返宫”，张

之洞明确反对，主张 “回銮万不可行，幸陕万不能阻”、 “庆邸、傅相专请回銮阻幸陕，似不可

解”；② 刘坤一以此类事只能全权负责，“若得全权据各国言上陈，或可动听。疆吏未敢再言，各

有分际也”。③ 八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北上天津。此后，他在和谈事项上渐趋自专，不愿预商外

间，甚至曾以电费 “虚糜”为由，嘱咐盛宣怀 “刘、张空论长电，弟务于转电时删冗摘要”。④

和谈期间，清政府一度有意将谈判地点由北京移往上海，使江、鄂两督实地参与，利用其

在 “东南互保”中积累的声望促进和谈。十一月十五日，鹿传霖致电张之洞，示意 “远道电商

终多隔阂，上意若能设法商明各国移至沪议，则公与新宁均可亲往，盛亦参赞其间”；张之洞反

响积极，主张将会议地点移至南京，“距沪极近，距鄂亦不甚远，岘帅可坐镇不劳”。⑤ 但刘坤一

不以为然，相信各国不会轻易就范，“移沪移宁，均做不到”，更顾虑外部因此怀疑 “朝廷不能

见信于全权”，反而自我分散力量，得不偿失。⑥

十一月间，列强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张之洞以为大沽撤炮台、使馆驻护兵、津沽设兵卡三

条妨我自主之权，绝不利于回銮，于是有在长江上游设置行都之议：“似可与各国婉商，另择彼此

两便地方，或在长江上游一带止能行小兵轮之处，于江岸向内数十里或百里，以作暂时行都，俾行

都、使馆俱获安稳。俟京津驻兵议有妥章后，再行回京，亦万不得已权宜之计。此策英领事前两月

曾言之，较胜于强兵逼处，挟制无穷，庶几国权自主，犹可徐图振兴。”⑦ 此建议虽曰 “权宜”，

实有与北京 “全权”竞胜、延缓回銮，并将清政府政治重心导向湖北的意图，⑧ 而且受到国际地

缘政治影响，盖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英领事”之言固有所指。⑨ 张之洞在致西安友人密

电中，对行都候选之襄阳、武昌、荆州、当阳诸地条分缕析，亦不讳言背后英、俄竞争的潜

因：“襄阳距汉口太远……西人有为此说者，仆已驳之。西人最愿武昌，然江面三里，兵舰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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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册，第２６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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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下……万难作行都，早已驳之。……荆州之说，英最愿，俄恐不愿。襄阳之议，望勿上。”①

开议之初，清政府已命 “全权大臣”与京外之刘坤一、张之洞 “务当函电熟商，折衷一是，

勿得内外两歧”，但围绕议和大纲条目交涉，双方意见仍多不合，以至于李鸿章向西安军机处直
接抱怨：“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张
之洞也以 “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反唇相讥。② 同处
对外交涉第一线的奕劻也私下批评，“南皮忽发高论，各使哗然，又添许多波折”。③ 缘此隔阂，

十二月清政府发布新政上谕，其后江楚酝酿、发起变法会奏，专向行在 “窥测内意”、谋定后
动，而基本抛开了李鸿章。④

至东三省交收谈判阶段，刘坤一、张之洞意见更与李鸿章严重分歧，这背后不免有外国势
力的牵制，有学者甚至认为，“当时在中国外交上已形成一奇特现象，张之洞刘坤一已成为英日
意见的代言人”。⑤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清政府旨授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商办接
收东三省事宜，但同时令其 “随时电商奕劻、李鸿章，相互参酌”。⑥ 当俄约更改谈判陷入僵局，

清政府又要求刘坤一、张之洞会商，“一面电奏，一面电告奕劻、李鸿章、杨儒参酌办理”。⑦ 于
是，北京 “全权”、东南督抚均卷入 “俄约”纠纷。东三省问题明显妨害到同时进行的 “公约”谈
判，所谓 “函电会商”，因中方内部分裂有名无实，而且由于北京、东南不能充分合作，反对 《辛
丑条约》条款细目的谈判造成不良影响，致使中方利权损失。当时在信息争夺战中居于劣势的刘坤
一、张之洞，不得不向中枢求援。“江、鄂皆系奉旨会商和议，数月以来全权从无相商之事，或于
电奏数日后始得闻知，或竟不知，虽欲献其刍荛，亦苦于后时不及。以后遇有俄事来往各电，可否
皆令知照江、鄂……至现议赔款情形及有关全局重要事件，亦请饬下全权电知江、鄂，或可稍效愚
者之虑，言有可采则采之，无可采则置之，似于全权办事并无妨碍。”⑧ 为此，军机处单独致电奕
劻，并不讳言 “合肥立意联俄由来已久，不免多方迁就”，并望 “婉劝合肥勿过执己见为要”。⑨

和谈期间，屡有关于江、鄂两督的 “调动之信”、 “撤任之说”，这并非传统的官场政治问
题，也不单纯属于内政，其实已渗入外交因素，难分彼此。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听说张之
洞 “有奉召前往西安之说”，直接表示 “贵制军去留与东南局面大有关系，闻之焦虑，是否确
实，恳即电复，以慰鄙怀为荷”。瑏瑠 面对外部对于自己 “入政府”的关心，张之洞极力推诿，“岘
帅与鄙人岂能离长江”、“千万叩头求罢此议”。瑏瑡 刘坤一也始终坚持 “至京一节，于北无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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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损，万万不可”。① 事实上，美、英、德各国鉴于利益所在，对于刘坤一、张之洞调离长江，

绝不乐见，故动用外交渠道向清政府传达 “江督、楚督万不可动”的意向。② 在列强压力之下，

清政府不得不谕令 “全权大臣”对外作出解释： “刘、张两督前经奉旨会商款议，畀以便宜行

事，现在东南大局正赖撑持，款议尤赖两督妥为参酌，朝廷倚畀方殷，岂有撤任之理？……贵

亲王等务向各使剀切相告，切勿轻听浮言，为其摇惑，是为至要。”③

（二）奕劻、李鸿章离合之间

奕劻返回北京后，取代崑冈，成为留京大员中品衔最高者，不过在李鸿章到京前，仍无能

力独自开议。八月十八日，奕劻奏报交涉迟无进展，“李鸿章现尚在沪，虽经奴才电催，到京尚

需时日。而各使臣均以尚未奉到本国国家训条为词，意存叵测”，所渲染者均为京中办事之 “艰

窘情状”。④ 至闰八月初十日，李鸿章已至天津，总署照会在京各使，并札行总税务司赫德，通

报李鸿章旨授 “全权”，并 “准其便宜行事”，以为开议之端。⑤ 十八日，李鸿章抵京，清政府旋

授奕劻为 “全权大臣”，要其 “会同李鸿章妥商应议事宜”。⑥ 奕劻、李鸿章以下，“随同办理一

切条款事宜”的中下级官僚，由奕劻奏调者如那桐 （礼部右侍郎）、陈夔龙 （顺天府府尹）、瑞

良 （章京、刑部郎中）、顾肇新 （章京、刑部郎中）、朴寿 （章京、吏部郎中）、绍昌 （章京、内

阁侍读）、张德彝 （英文翻译官）、治格 （德文翻译官）、唐家桢 （东文翻译官）、陶大均 （东文

翻译官），多为总理衙门部下旧人。⑦ 而由李鸿章奏调者，如张翼 （内阁侍读学士）、于枚式 （礼

部员外郎）、徐厚祥 （工部员外郎）、杨文骏 （前广东雷琼道）、杨士骧 （直隶候补道）、杨崇伊
（陕西汉中府知府）、曾广铨 （英文翻译、兵部员外郎）、联芳 （法文翻译、候选道）、塔克什纳
（俄文翻译、分省补用道）、刘崇惠 （俄文翻译、候选同知）、罗庚龄 （东文翻译、候选知府），

亦皆其夹袋中人。⑧ 其后，李鸿章又陆续调请盛宣怀 （大理寺卿）、周馥 （直隶布政使）、徐寿朋
（太仆寺卿）、李毓森 （存记道）、张佩纶 （翰林院编修）等人 “来京帮同办理”，细究其实，被

提名者仍以故旧亲信为主。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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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巳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２７册，第５６９页；《附奏随办议约之
张佩纶请量与恩施由》，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宗，台湾 “中研院”近
代史研究所藏，馆藏号：０１—１４—００５—０１—０４８。



奕劻、李鸿章名义上同授 “全权”，直接负责对外交涉，按地位而论，奕劻以皇亲身份，较
李鸿章为尊，向朝廷上会奏折均以奕劻领衔，电报署名均为庆前李后。但在实际交涉中，李鸿
章无疑发挥了更大作用。中外和谈开启后，留京办事大臣陈夔龙观察到 “虽两全权列名会电，

每于发电后，始知照庆邸”，奕劻且对其言： “李中堂任意坚执，竟徇俄人之请，我可担不起此
项罪名，我拟奏劾之，尔可代削一稿。”① 虽然奕劻、李鸿章大多保持合作关系，但两人意见仍
有不契，如时人所见，“是时李文忠主亲俄，庆亲王主亲日也”。② 这些矛盾在东三省交涉之际开
始表面化。陈夔龙所言 “奏劾”事并未发生，但光绪二十七年二三月间，连续出现奕劻向西安
行在单衔发电。二月十一日，军机处致电奕劻， “当日派全权议俄约已误于前，此时相持不下，

更应速定公约。而合肥意涉偏重，恐仍不以为然。朝廷意，惟仰赖大力，维护其间，婉商各国，

早定公约。并劝合肥勉从现在办法，以图补救”。其后，奕劻数次单衔致电军机处，表达 “合肥
意虽偏，然仰赖朝廷主持”，“江、鄂同办款事，内外一心，此间情形瞬息千变，不喜逐事电商，

尚系实情，惟当婉商合肥，和衷共济”等意。③ 事后，奕劻向荣禄表白心迹，对李鸿章 “过有成
见”亦未讳言：“独中俄定约一事，（合肥）不免过有成见。即以近日电奏而论，大都于会衔发
电后抄稿送阅，弟亦无从置词。其前后电陈不无矛盾，谅在朝廷洞鉴。……昨于庚午电奏，单
衔密陈，惟盼朝廷权衡利害，慎重施行。”④

与李鸿章尖锐对立的东南督抚，也注意到奕劻的动向。张之洞闻奕劻单衔电报，致刘坤一
电中有激烈言辞：“查俄事罢议，各使争告，各省上闻，合肥独不肯奏，以致庆邸单衔。是合肥
胸有成算，知袒俄之局终必可成。此公老横偏执，怙过遂非，可怪可叹。”⑤ 甚至外国方面对奕
劻、李鸿章隔阂也有所察觉，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曾用 “风闻，中堂办事甚密，不与庆邸
商，尤恐江鄂闻之拦阻”之言向中方试探。⑥

（三）西安军机处内应外合？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联衔出奏，请将 “肇祸”

诸王大臣 “革职撤差”，“宣告各国，与之克期开议”。⑦ 闰八月初二日，清政府发布上谕，载勋、

溥静、载濂、载滢 “革去爵职”；载漪 “撤去一切差使”；载澜、英年、刚毅、赵舒翘 “议处”。

同一日，命鹿传霖入值军机处。⑧ 据张之洞探报，“昨日召见军机时，皇上面斥端邸及庄邸、澜
公、滢、濂各贝勒，闻声色俱厉，皇太后默而不言，惟语王中堂，祗你是好人，便可拟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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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义和团史料》下
册，第６９１页。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义和团史料》上
册，第８３页。
《庆亲王奕劻为俄约势成骑虎可否谕请他国出力调停以冀转圜事电》、《庆亲王奕劻为公约已有端倪俄约
俟约定再请诸国调停事致军机大臣荣禄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三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１０册，第４０３、４１２、４８８页。
《奕劻札 （三）》，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第１２页。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申刻发，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８５４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杨儒庚辛存稿》，第３０３页。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５９０页。

鹿传霖在江苏巡抚任上率队勤王，八月抵太原行在，八月十九日授两广总督。
《致福州善将军》，庚子闰八月初三日未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１函第２册，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１８２—３２。



“惩祸”谕旨初次拟议之际，慈禧可以亲信的随扈军机大臣仅 “王中堂”，即王文韶一人。① 事
后，王文韶致盛宣怀密电，谓 “四衔箇电深契圣衷……圣心洞彻利害，当即天心悔祸之机”。②

至九月二十日，荣禄抵达西安，作为领班大臣在军机处居于主导位置。翌年四月初九日，

瞿鸿禨补军机大臣，亦为荣禄所荐。③ 庚辛议约之际，凡军机处电信，署名顺序为荣禄、王文
韶、鹿传霖。某军机章京描述当时情形：“三大臣上朝……王中堂先行，荣中堂第二，鹿尚书第
三。……人谓每召见，总是荣中堂一人说话，王中堂本重听，鹿尚书近来亦甚重听，全恃荣中
堂在军机处宣示，而鹿尚书多请教于荣幕樊云门，否则莫知底蕴也。”④

地方督抚也极力经营中枢的政治资源，盛宣怀之于王文韶 （世交），张之洞之于鹿传霖 （姻
亲），刘坤一、袁世凯之于荣禄，均保持了特殊私人关系。两宫初抵太原，张之洞主张 “断不敢
请回銮。亦不愿阻幸陕”。⑤ 八月二十八日，鹿传霖奏请 “早赴西安建立新都，以定大计而系人
心”，⑥ 翌月初即有 “西幸长安”之命，诚如黄濬所言，“鹿与文襄有姻连，故当时南皮定兴，实
为一气也”。⑦ 张之洞因俄约交涉与李鸿章失和，他向鹿传霖抱怨 “鄂每次电奏，皆电庆、李、

刘，因合肥从来不商，但电奏后转知”。他闻知鹿传霖有拟乞病之说，坚阻 “万万不可”，表示
“力阻俄约，惟公一人，岂可引去”。清政府发布新政上谕后，张之洞踌躇于如何 “条议变法”，

希望通过鹿传霖把握内廷脉搏：“究竟此事慈意若何，略园能透彻否？各省能否切实覆奏，哪几
种事可望更张？”⑧ 后者不仅透露内廷意向，且予以重托：“此举动大转关，尤要一篇大文字，方
能开锢弊而利施行，非公孰能为之。”⑨ 不止于此，在惩祸、赔款、停科考、建行都、废大阿哥
等事上，二人亦多通声气，互为声援。瑏瑠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李鸿藻之子焜瀛从湖北抵西安行
在，受张之洞所托，“嘱件均向定兴详言”，并报告称 “定兴云枢府绝不敢明阻回銮”、“行都建
于湖北，定兴深以为然”。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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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同乡、编修吴庆坻记，“庚子之乱，两宫西狩，文勤怀军机处印，单车追及至怀来，扈从入秦。自
是东朝眷倚益隆，恩礼优渥。”（吴庆坻撰：《蕉廊脞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８０页）
《太原王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五日，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１３辑，

第９６８页。

瞿鸿禨：《恩遇纪略》，《瞿鸿禨集》，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６７页。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西巡大事记》卷首，第３４页。按 “樊云门”，樊增祥。王闿运记：“樊增祥
在行在私事滋轩，同人呼为孟浩然，取夜归鹿门谑之。”（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４卷，长沙：岳麓
书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４９４页）
《致上海盛京堂，天津李中堂，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安庆王抚台》，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十日
亥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８３２３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７６３页。又，次年三月叶昌炽录陆凤
石来函云，“李蠡纯疏请迎銮，上意颇动，为呦呦者所阻。呦呦窟穴在秦，满腹私心，睚眦必报，识者
称为识字之刚相，与夔相大相龃龉。”（金梁辑录：《近世人物志》，第３６０页）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３年，第２９５页。
《致西安鹿尚书》，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亥刻发；《致西安鹿尚书》，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午
刻发；《致保定鹿尚书》，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１０
册，第８４７４、８５０６—８５０７、８６９２页。
《鹿尚书来电》，辛丑正月初十日，《张之洞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１８２—２０９。
《致西安鹿尚书》、《致开封鹿尚书》，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二日、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四月初十日、

二十二日、十月十四日、二十一日，苑书义等主编： 《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８３６５、８５２６—８５２７、

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６５４、８６６１页。

张黎辉辑：《义和团运动散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义和团史
料》上册，第２６４、２６５页。



荣禄与 “全权”、督抚的关系更形复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下旬，荣禄致沿江五省督抚电，

对 “东南互保”有过推动之功。① 战后，针对 “各国甚不悦荣相”的现实，无论在京 “全权”，

或东南督抚，均极力回护。李鸿章奏请荣禄改赴行在，固有外部压力的作用，但从主观而言，

更希望政见相近的荣禄在中枢作为内应，配合和谈： “务请速赴行在，披沥独对，以冀挽回圣

听，国脉存亡，实系乎此！并乞随时电示，庶使开议稍有把握。”②

在惩办董福祥问题上，张之洞阐发 “办首祸所以安两宫，办董所以保荣相”之意，希望荣

禄赴行在后，以首辅身份施影响于慈禧，打开局面。③ 刘坤一、袁世凯多次致荣禄密电，以 “董

为公所提拔之人”、“人以董蒙识拔，多疑中堂纵庇”为词，请及早图之，设法补救。④ 至九月二

十二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凡肇祸诸臣皆重惩，“惟董福祥碍难骤撤兵柄，遽予处分”。⑤ 荣禄到

西安后，仍为慈禧宠信，在 “纾解上意”方面的作用几乎无人可替。 《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

他作为 “全权大臣”与慈禧之间的协调人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亦由于所处位置与固宠心态，在

中枢的作为较李鸿章等人瞩望的 “辅翊两宫，再造社稷”距离仍远。如外臣所见，“荣相面折廷

争非所长”，⑥ 如回銮、惩祸、重办董福祥，均争取不到满足外交转圜的局面。荣禄致堂叔奎俊

电中剖白：“廿二日始请办祸首之罪，是日即奉明降之旨。在办洋务者仍以为松，殊不知区区已

费尽心力矣。”⑦ “办洋务者”即暗指李鸿章。在 “劾董”问题上，荣禄曾以个人名义去电解释，

但李鸿章不以为然，故仍指为 “松”，且疑 “始终袒护”。⑧ 李鸿章私电盛宣怀，有谓 “乃荣一

到，竟明发定案，颇自居功，圆媚可鄙”，不满之情溢于言表。⑨

结　　语

《辛丑条约》谈判进程中的 “全权”问题，并非义和团战争结束后为适应新局面产生的新问

题。“全权”的产生过程，实与战争性质、战时交涉情势以及当时中枢和地方关系的变动趋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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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庚子诗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上册，第６０
页），此说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但不可否认荣禄发自京师的电信，对保护之局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事
后，荣禄门生在私函中说：“试问东南大局之保全，谁保全之？虽刘、张两帅保全之，而非有吾师之密
电、密信，不能也。”（《易顺鼎札》，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第１６５页）其言近谄，却也道出部分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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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４６—９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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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７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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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奎俊札》（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第４０７页。
《荣相寄庆邸李相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１３辑，

第１０３８页；《庆亲王奕劻等为各国使臣且疑执事始终偏袒恐别生枝节望诸公慎重事致荣中堂电》，光绪
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９册，第１３８页。
《寄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二日辰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２７册，第４１９页。



密不可分的联系。庚子事变之初，总理衙门虽经改组，但奕劻仍保留处理总理衙门日常事务的

主要地位，荣禄主持的军机处在特定情势下，也发挥了战时交涉的作用。清政府并未公开对外

宣战或与外国断绝外交关系，也未撤回驻外使节，围攻使馆时期仍不乏在外交上打开局面的尝

试。随着李鸿章北上抵沪，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经过磋商，联合奏请授李鸿章 “全权”，

以求止战，但并未在第一时间获允。其后，李鸿章 “全权”身份的确立，奕劻、刘坤一、张之

洞的加派，以及荣禄的派而复撤，经历多重波折，自八国联军入京，到中方议和代表名单的最

终敲定，可谓战后中外交锋的第一个回合，也为此后旷日持久的条约交涉定下基调。在这一过

程中，清政府被迫全面调整了对外姿态及自身位置，外国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利用在华政治影

响力，干预清朝内部人事安排，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贯穿庚子事变前后列强之间的竞争关系。

就 《辛丑条约》议定过程而言，一方面应看到清政府并非全无争取利益的努力与成效，另

一方面也应注意到战后清政府不仅要与列强谈判，其内部也存在着西安军机处 （慈禧太后、军

机处）、北京 “全权”（奕劻、李鸿章）、东南督抚 （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以及驻

外公使①等多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借助于电讯手段，不同意见的表达和竞争达到前所未有的活跃

程度。电信的快捷，使得 “全权”代表享有的相对行动自由让位于中枢的有力控制，并使地方

大员对和谈细节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成为可能。中方议和代表的产生带有复杂的内、外背景，

他们在条约谈判过程中尽管对议题设置缺少发言权，但仍作挽回的努力，只是内部各派分立，

各具主张，尤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北京 “全权”与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的东南督抚，常因意

见参差，致使相持不下。究其原因，在于两者所处位置与立场的多重差异———权责的：全权／会

办；地理的：北京／东南；心理的：迫朝廷就范以利和谈／维护慈禧太后。双方彼此制约，甚而

相互攻击，导致不必要的内耗，被期待的多方合作反而滑向多方扯皮、角力的态势，远未能形

成联合对外的有效合力，无怪张之洞在和谈中发出 “不谓外国人易说话，而中国人反难说话也”

之喟叹。② 议和大纲交涉之际，本应站在同一战壕的李鸿章与张之洞一度形同水火，竟至以公然

破面，用 “书生之习”和 “中堂习气”相互讥嘲。③ 矛盾愈演愈烈，因外交引发内争，西安军机

处所能做的，往往也只是用模糊的 “折衷一是、勿得两歧”之旨加以训诫。最典型的便是双方

·１９·

《辛丑条约》谈判前后的中方 “全权”问题

①

②

③

庚子事变前后，驻外公使在外交事务上作用提升，驻使有此绝大表现者前所未有。中外开衅后，各使
处境微妙，曾就是否 “降旗回国”意见分歧，最后决定留守；虽在某些国家遭遇驱逐压力，对国内信
息传送也受限制，但作为仅存的外交管道，其作用得以凸显。海外各使的个人素质、业务修养不一，

在国内的依附势力亦有差异，而在政治立场和对外态度上，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北京政府有所距离，更
接近于开明的地方大员。随着外务部成立，驻外使领的养成、选拔及其地位皆有变化，有人在新政时
期逐渐进入更核心的政治领域。
《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上海盛大臣》，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子刻发，苑书义等主编：
《张之洞全集》第１０册，第８４８８页。

张佩纶随办外交，张妻李经璹 （菊耦）致乃父李鸿章私函亦谈论及此：“敌兵踞京开讲，口众我寡，吃
亏自不待言。而香、杏均有微词，最奇者香密电行都，不知作何议论，内密询张，欲商各国移沪议约，

令刘、张、盛与之面议，必可挽回，抑似各国可任意指挥者。香、杏密商，以有碍全权电复行在，若
辈明知事甚棘手，即竭其才智，岂能办到好处？无非巧为播弄，以见其心思精密，高出全权之上，落
得置身事外，以大言结主，知收清议而已。……并闻大人电内有讥香语，杏即电鄂，香甚愠，以后乞
留意。香、杏交甚密，小人最不宜结怨耳。”（《李经璹致李鸿章》，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
海图书馆编：《张佩纶家藏信札》第３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２８８—１２９０页）此函
倾向李鸿章的立场，批评张之洞 “置身事外”、“以大言结主”，确能体现李鸿章、张之洞因所处位置不
同而导致的发言偏向，同时透露了盛宣怀与二者私交的变化，也反映了人际关系作用于晚清内政外交
之一斑。



为东三省交收谈判直接冲突之际，清政府不得不居间调停：“李鸿章误以为画约为刘坤一、张之
洞所阻，至有江、鄂为日人所愚之言。刘坤一、张之洞又以李鸿章为偏执己见，亦有全权为俄
人所愚之言。彼此积疑，负气争论，究于国事何补？……国步至此，同心戮力犹惧不济，何忍
自相水火，贻忧君父，见笑外人？平心而论，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
失。刘坤一、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① 看似不偏不倚，中厥执允，

实际不过各打五十大板，无补于事。

经历庚子事变后，总理衙门旧有系统已趋瓦解，这为外务部的改组提供了前提。从制度上
讲，总理衙门为近代外交机构之滥觞，但当时清政府尚无集中外交权于一体的明显意向。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总署外交”和 “地方洋务体制”一直并存，且相互配合，发挥着作用。光绪
二十四年，清政府谕准各省将军督抚 “一律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之衔”，在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了
地方处置外交的权力。至庚子事变发生，东南督抚出于 “留东南以救社稷”的宗旨，将原有外
交权力放大，“互保”虽属 “从权”，实仍在应务范围之内，此举不仅为外人认可，也得到朝廷
承认。战后，在政府、“全权”之外，江、鄂二督正式获得授权，参与议和谈判进程，清朝多元
外交的特性体现得愈加充分。然而，在国际权势格局中，中国本处弱势，难以掌握外交主动，

加以内部派系政治、官场斗争等因素作用，出于良好初衷的制度安排往往适得其反。清政府要
求督抚 “遇有交涉细故，应就各该省地方情形，斟酌妥协，即行办理”，原为应对交涉事件日益
纷繁的局面，但既然分权，则不能不加以制衡，故又劝诫 “不得以孟浪为率作兴事之谋，亦不
得以推诿为取巧卸责之地”。② 但结果却是两不相宜，不但极易打破原有脆弱的平衡，而且大面
积地暴露传统交涉方式的局限，导致清朝自身利权的损失。庚辛时期，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深
度介入外交事件，东南与北京俨然分庭抗礼，成为又一重心。荣禄则成为缓冲和协调北京、西
安、东南之间意见的枢纽人物。《辛丑条约》议成后不久，李鸿章在京病卒，奕劻出掌外务部，

袁世凯迅速崛起，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不久后，两宫回銮，清朝政治与外交重心重新奠
立于北京。总理衙门改外务部之际，特设专官，取消各省将军督抚兼衔，已显现出鲜明的集中
外交权的趋势。③ 而刘坤一、张之洞等大吏老成凋零，地方人事经历更迭，施加于外交层面的影
响更形衰弱。庚子事变后，伴随着外交权集中的这一 “近代”取向模式的形成，同时发生的是
外国势力 （包括在华外国人）影响中国的权重进一步增强，此前较少出现的 “侵犯内政”现象
屡屡上演，这一趋势持续放大，深刻改造了中外交往的面貌。

〔作者戴海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责任编辑：武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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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１０册，第６２０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原谕中尚有 “惟交涉一切，关系綦重，皆地方大吏分内应办之事，该将军督抚等仍当加意讲求，持平
商办，用副委任”之语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２７册，第１２５—１２６），外
交权力的集中化是持续渐进的过程。至光绪三十三年，奉天、吉林两省始设直属于外务部的交涉使司，

从制度层面将外交权从督抚一级政府剥离，稍后其他各省援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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